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4 年 9 月第 6卷第 9期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心理学视角下青少年新型孝道观及其建构研究（AHSKY2021D48）。

通讯作者：袁书杰，黄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健康心理。

文章引用：宋艳，袁书杰．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影响：来自元分析的证据［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4，6（9）：1578-1593．

https://doi.org/10.35534/pc.0609177

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影响： 
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宋  艳1  袁书杰2

1．黄山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黄山；

2．黄山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黄山

摘  要｜运用元分析法探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本研究纳入了符合标准的文献53篇，包含112个独立

效应量和15，355名被试。结果发现：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德行领导、仁慈领导与部

属创新行为分别呈显著正相关，而威权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创新行为测量量表、被试文化背

景、出版语种显著调节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元分析结构方程进一步表明，家长式领导通过领

导—成员交换关系、心理授权，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心理授权对部属创新行为起间接作用。

关键词｜家长式领导；创新行为；元分析；调节效应；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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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创新是第一动力。一个组织，只有创新才能保持拥有、保持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1］。所以，哪些因素制约或者驱动创新行为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2］。领导者的一些特

征，虽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一定的适用性，但社会环境影响了它的实践范围［3］。作为一种普遍而潜在

的领导方式，家长式领导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泛存在［4，5］。家长式领导是基于父母（特别是父

亲）与孩子之间预设的一种关系［6］。其特点是领导者对追随者工作范围的内外都表现出个人的关心，

并伴随着明确的法定性权威和约束行为。然而这种关心照顾不能使用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解释，因为它

表现出了对追随者的幸福较为热心的关注。下属倾向于接受领导者的权威和关心，以实现自己的最佳利 

益［7］。我国是一个家长式领导较为突出的国家，但不少人据此认为这种领导风格是中国企业缺乏创新

的主要原因［8］。关于家长式领导的性质和有效性，是否从整体上导致创新行为的增加，还没有清晰的

结论。以往研究表明，家长式领导可能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预测作用［9，10］，但是使用同样的测量工



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影响：来自元分析的证据2024 年 9 月
第 6 卷第 9 期 ·1579·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609177

具，家长式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从-0.019到0.255不等［11，12］。究竟两者的关系如何，

以及何种因素影响了它们的关系，亟需研究者考量。本研究通过元分析方法对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

行为的关系及其调节因素进行研究，旨在发挥元分析整合以往研究成果的优势，避免由于单一研究结

果造成的误差影响［13］。同时，考虑到家长式领导是一个多维度的构念，需要对每个维度与创新行为

的关系进行定量回顾和综合分析，再结合已有研究中两者关系的影响因素予以系统剖析，让结论更加

普遍而准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

领导方式对部属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涌现型领导、真实型领导等

领导风格会对部属创新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4，15］。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是否产生影响

仍存争议，如张秀娟实证两者没有明显关系，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支持两者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 

系［16，17］。首先，家长式领导作为总体变量，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有正向也有负向。针对家长式领导

的三个维度，即德行领导、威权领导、仁慈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也是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关系是

一致的，都存在正相关［12，18］。但是多数研究者认为，三个维度的影响方向并不一致。仁慈领导、德行

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产生促进作用。德行领导能够增强下属的责任意识和工作动机，不断挖掘自身的创

造性。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领导者对下属表现为关心、宽容，下属角色外行为增加，且没有工作中开

展创新的后顾之忧。而威权领导则对部属创新行为产生阻碍作用［19，20］。专权、严峻的领导行为会抑制

下属的创新想法，减弱创新的能动性。此外，有研究认为不同战略环境下家长式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不同，比如在防守者战略下，仁慈领导对探索式创新具有负向影响［21］。但是，由于控制了变革型领导

行为的影响后，家长式领导对下属反应仍然存在额外的解释效用［22，23］。因此，本研究认为仁慈领导、

德行领导、威权领导作为家长式领导的基本维度应该得到综合考量，从系统的眼光审视三者之间的交互

效果和调节作用的存在，即提出假设：

H1：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1.2  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

（1）测量工具。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对家长式领导的测量工具基

本上都借鉴了台湾地区学者郑伯埙的结构维度与测量标准，但是对创新行为的测量工具却没有统一的

规定和标准。艾森伯格（Eisenberg）等人指出，测量方法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强度［24］。

一是创新行为测量工具的不统一问题。斯科特（Scott）和布鲁斯（Bruce）开发了涉及个人工作场所的

6个题项的主观自评量表［25］，Janssen编制了9个题项的创新行为自评量表［26］，这些属于自评量表；而

奥尔德姆（Oldham）和卡明斯（Cummings）［27］、蒂尔尼（Tierney）等人［28］分别开发了3题项、9题项

的上级评下级创新绩效的量表，以及周（Zhou）和乔治（George）研制的13个题项的领导主观评价部

属创新行为表现量表［29］，这些属于他评量表。二是创新行为测量维度不同。斯科特（Scott）、布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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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詹森（Janssen）、周（Zhou）和乔治（George）等人编制的单维量表，台湾地区学者黄致凯

编制的是两维量表［30］，而蒂尔尼（Tierney）等人还使用了任务测量法。三是创新测量的内容不同。斯

科特（Scott）和布鲁斯（Bruce）侧重于企业员工的整个创新过程的行为表现，周和乔治则对由他人提

供被评价者的创新绩效信息进行总体评价，而黄致凯则从产生创新构想、执行创新构想两个方面进行评

价。创新行为的结构维度和测量标准不同，会导致测量结果存在差异，这可能影响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

新行为的强弱。即提出假设：

H2：创新行为的测量工具影响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2）被试文化背景。家长式领导是郑伯埙等人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本土化领导理论，其被证明在华

人社会的企业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同的国家所提出的领导风格构念应该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

和文化背景，特别是在权力距离倾向较高、人治主义观念较强的华人社会。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中的领

导与下属的关系常常会明显超越工作范围而延伸到私人生活的领域［31］。此外，领导者与部属之间的私

人关系也被发现会对中国组织产生重要影响［32］。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多强调个人主义，

并不认同组织情境中家长式领导的积极影响。即提出假设：

H3：被试文化背景影响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3）出版语言。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载体。一定程度上，出版的学术文章反映了某一领域的研究

成果与研究趋向。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语言的出版刊物（含硕博士论文）对研究结果的接纳程

度不一。英文期刊多倾向与研究的单维与纵向，比如用中层理论的方式去处理经典理论，比较强调功

能性、实用性、操作性的使用。而中国的期刊多关注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出版标准等，比较重视研

究过程、研究方法、研究设计的创新［33］。由于翻译“家长式”，容易产生父亲的概念而引起对结果

的怀疑。另外，崇尚模型建构、定量分析的英文出版物对于研究结果的显著性关注度相对较高，且同

行评审制度使得管理学领域很可能会发生一种“自然选择的扭曲”，不愿发表负面的研究结果［34］。

即提出假设：

H4：出版语言应会影响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

1.3  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领导是领导者与部属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虽然有研究认为，家长式领导与成员是

不平等的上下级关系［35］，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其内涵出现了

“现代转型”［22］。领导者指引下属朝目标前进，强调结果导向，往往会减少对下属在工作过程中的贬

低和干涉，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和自由，以期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与更多的创新绩效。心理授权是个体

内心不断增长的一种内在动力。领导者的“仁慈”会让下属获得更多的资源、安慰与帮助，进而会更加

努力地工作，更加创造性地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可以认为，家长式领导对下属心理授权，以及心理授权

对创新行为都存在正向影响。加之前述的家长式领导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不同领导下属间人际关系

是不同的，进行着资源、情感的交换，进而对下属的工作资源及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家长式领导往往

将家长的角色带入与下级的互动中，容易形成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当获得组织信任更高、与领

导的私人关系更好、获得的资源更多，下属出于回馈心理，在工作中更加投入并不断创新。与领导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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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社会交换促进了下属对被授予权力的感知，感受到更多的组织信任与自由，增进对组织的情感。即

提出假设：

H5：心理授权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6：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7：家长式领导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心理授权影响部属创新行为。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搜索

本研究多渠道、较全面地搜索了中英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主要检索CNKI数据库、万方数据

库、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台湾学术期刊数据库。家长式

领导检索词为领导风格、领导方式、家长式领导、家长型领导、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仁慈领导；

创新行为检索词为创新行为、创造力、新想法提出、新想法推展、新想法实施。英文文献检索Web 

of Science、ProQuest、JSTOR、Psy INFO、Elsevier Science Direct、Springer link数据库，以leadership 

style，paternalistic leadership，authoritarian leadership，moral leadership，benevolent leadership为关

键词，同时联合innovation，innovative behavior，creativity，idea promotion，idea generation，idea 

dissemination进行检索，并通过Google Scholar进行文献补查。为了避免遗缺，还对综述或相关文章的

参考文献进行必要的人工搜索。

2.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根据研究主题和元分析技术要求，将文献纳入标准确定如下：（1）必须报告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

究，纯理论及文献综述类文章予以排除；（2）研究中同时使用了家长式领导（或具体维度）和创新行

为量表，并且报告了至少一个家长式领导维度与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其他可以转化为效应量

的指标；（3）研究中的样本必须独立，若存在研究样本的重复或重叠，则选取更详细或样本更大的研

究；（4）研究数据重复发表的，仅取其一，如果学位论文发表在期刊上，则以期刊论文为准；（5）样

本量大小确定。

2.3  文献编码

对已纳入元分析的文献进行编码，依次对文献信息（作者名+发表时间）、样本量大小、创新行为

测量工具（Zhou、Scott、其他）、文化背景［中国、非中国］、出版语种（中文、英文）进行Excel录

入。效应值依照每个独立样本进行编码，如果一篇文献同时报告了多个独立样本，则分开进行编码，形

成多个独立的效果量，本研究共得到112个独立效果量。为了确保编码的信度，2名管理学博士分别针对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独立编码，编码的一致性为90.3%，说明文献编码是比较准确可信的。最后纳

入元分析的研究文献共53篇，其中中文文献27篇，英文文献2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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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文献纳入及排除过程

Figure 1  Process of document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2.4  元分析过程

首先进行效应量计算。本研究使用CMA3.0（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3.0）软件和HS方法

（Hunter-Schmidt）进行元分析。根据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r值来进行转换Fisher-Z值，具体公式为

z=1/2ln［（1+r）/（1-r）］。在编码过程中发现，有些文献并没有报告家长式领导（或其各个维度）

与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而是报告了β 值。根据Robert A. Peterson等人（2005）的公式将其转换为r

值，即r=β +0.05λ （当β <0时，λ =0；当β ≥0时，λ =1），然后再将得出的r值进行Fisher-Z值转换。

其次是进行模型选定和异质性检验。目前，元分析常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M）和随机效应模型

（REM）两种模型中的一种，它们所依据的假设是不同的。固定效应模型认为，所有的研究都存在共

同的真实效应量，且仅包含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总体，不可以进行推广。而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是研究

的真实效应量会随研究群体、研究工具等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家长式领导

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来自测量工具、被试群体和出版语言的影响。即不同的研究特征可能

会影响研究结果，需要选用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理［36］。所以，随后的元分析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异

质性检验可以进一步验证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是否合理。为了严谨起见，本研究选取异质性检验的三

种主要方法，即Q检验、I2检验和H检验进行。在Q检验中，如果p<0.05，则表明显著异质；在I2检验

中，25%、50%、75%的I2值被视为异质性低、中、高的临界值［37］。在H检验中，如果H>1.5，则表明

研究间存在高异质性。

最后要进行发表偏倚检验。如果选取的研究文献缺乏代表性，不能系统全面地反映该领域地研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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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则认为出现了发表偏倚［38］，这势必影响元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为此，先要在文献搜索阶段尽可能

多地获取文献（特别是研究结果不显著或未发表的论文），还要通过检验发表偏倚的方法进行验证。本

研究使用漏斗图、Rosenthal’s Classic Fail-safe N检验和Egger’s检验三种方法。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发表偏倚检验

先运用漏斗图检验元分析可能存在的发表偏差。从图2、图3、图4可以看出，家长式领导（含各

维度）与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文献基本分布在总效应量的两侧，这它们之间的研究不存在较严重的发

表偏倚。

图 2  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漏斗图 

Figure 2  Funnel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图 3  威权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漏斗图

Figure 3  Funnel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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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德行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漏斗图 

Figure 4  Funnel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图 5  仁慈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漏斗图

Figure 5  Funnel diagra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表 1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Table 1  Test of bias results 

变量 k Classic Fail-safe N Egger’s Intercept SE LL UL p
PL 22 1401 -5.05 4.03 -13.47 3.36 0.22
AL 33 2035 5.58 4.35 -3.27 14.43 0.21
ML 22 3558 -1.32 6.37 -14.61 11.97 0.84
BL 32 686 1.05 5.32 -9.80 11.90 0.84

注：LL、UL表示Egger’s检验的95%的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发表偏差的情况，本研究进行了Rosenthal’s Classic Fail-safe N检验和Egger’s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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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现家长式领导、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仁慈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失安全系数分别为1401、

2035、3558、686，即还需要相应数量的研究文献才能否定两者的重要关系，这已表明样本代表性良

好。此外，相应变量上Egger’s Intercept对应的p值分别为0.22、0.21、0.84、0.84，与零差异（p>0.05）不

显著，进一步说明家长式领导（含各维度）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的研究文献不存在发表偏倚。

3.2  异质性检验

对家长式领导（含各维度）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异质性检验，以确定所测得的效应量是

否为异质。研究发现，各研究之间效应值的Q检验都显著（p<0.001），这说明各效应值均为异质性的，

且I2值在91.07%～93.83%之间，随机误差的占比也比较小，根据Higgins等人的判断标准［37］，各研究之

间存在高异质性。Tau-squared的值在3%～5%之间，意味着各研究之间效应量的变异有3%～5%可以用

来计算权重。

表 2  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2  Test of heterogeneity results 

变量 k Q df p I2 Tau-squared H
PL 22 235.19 21 <0.001 91.07 0.03 3.35
AL 33 534.38 33 <0.001 93.83 0.05 4.02
ML 22 301.82 21 <0.001 93.04 0.05 3.79
BL 32 492.69 32 <0.001 93.51 0.05 3.92

3.3  主效应检验

通过对112个独立效应量，共15，355名被试进行元分析，CMA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家长式领

导与部属创新行为关系的效应量在0.17～0.20之间，综合效应量r=0.19，p<0.001；威权领导与部属创

新行为关系的效应量在-0.17～0.13之间，综合效应量r=-0.15，p<0.001；德行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关

系的效应量在0.30～0.33之间，综合效应量r=0.32，p<0.001；仁慈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关系的效应量

在0.34～0.37之间，综合效应量r=0.36，p< 0.001。再根据Hunter和Schmidt效应值整合计算［39］，发现：

家长式领导、威权领导、德行领导和仁慈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总体相关分别为0.19、-0.16、0.30、

0.33，与前者相差不大，且95%CI均不包含0，如表3所示。由此可知，H1得证。

表 3  Hunter和Schmidt（2004）效应值整合结果

Table 3  Hunter and Schmidt (2004) integration of effect 

变量 k N γ SDγ
95%CI 80%CV

p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PL 23 7121 0.19 0.15 0.12 0.26 0.01 0.39 0.00
AL 33 9652 -0.16 0.21 -0.23 -0.08 -0.43 0.11 0.00
ML 22 6223 0.30 0.17 0.22 0.37 0.08 0.52 0.00
BL 32 9665 0.33 0.17 0.27 0.39 0.12 0.5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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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次群体分析

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各研究之间的效应值具有高异质性，这可能源于调节变量的影响。次群体分

析旨在探讨异质性的来源及相关研究特征对效应量的调节影响。本研究关注创新行为测量工具（Zhou、

Scott、其他）、被试文化背景（中国、非中国）、出版语种（中文、英文）对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

为关系的调节影响，具体如表4、表5、表6所示。

表 4  测量工具对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Table 4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easurement tool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变量 测量工具 k r 95%CI I2 Qw Qb p

PL
Zhou 4 0.12 0.06～0.17 32.05 4.42

53.68 0.00Scott 7 0.11 0.07～0.15 70.50 20.34
其他 12 0.29 0.26～0.32 92.99 157.02

AL
Zhou 6 -0.20 -0.25～-0.15 90.58 53.06

4.74 0.09Scott 7 -0.19 -0.23～-0.15 96.82 188.86
其他 20 -0.15 -0.18～-0.14 93.34 285.33

ML
Zhou 6 0.28 0.23～0.33 66.92 15.11

27.19 0.00Scott 5 0.24 0.19～0.29 92.04 50.24
其他 11 0.39 0.35～0.42 95.22 209.29

BL
Zhou 6 0.28 0.24～0.33 88.47 43.38

23.55 0.00Scott 10 0.32 0.29～0.36 93.66 141.91
其他 16 0.40 0.38～0.43 94.70 283.04

表 5  文化背景对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Table 5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al backgrou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变量 文化背景 k r 95%CI I2 Qw Qb p

PL
中国背景 18 0.24 0.21～0.27 91.92 198.03

26.66 0.00
非中国背景 5 0.09 0.04～0.14 58.45 9.63

AL
中国背景 28 -0.16 -0.18～-0.14 94.43 502.66

2.50 0.11
非中国背景 5 -0.20 -0.25～-0.15 86.45 29.51

ML
中国背景 19 0.34 0.31～0.36 93.59 280.97

4.25 0.04
非中国背景 3 0.27 0.21～0.33 87.94 16.59

BL
中国背景 27 0.38 0.36～0.40 93.55 418.69

25.85 0.00
非中国背景 5 0.25 0.21～0.30 91.61 47.69

如表4所示，测量工具显著调节家长式领导、德行领导，以及仁慈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

（Qb=53.68，p<0.05；Qb=27.19，p<0.05；Qb=23.55，p<0.05），H2得证。采用Scott编制的测量工具测

得的创新行为与家长式领导、德行领导的关系相对较弱，而使用Zhou编制的测量工具测得的创新行为与

仁慈领导的关系相对较弱，但与威权领导的关系相对较强。表5结果显示，被试文化背景显著调节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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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领导、德行领导及其仁慈领导与创新行为的关系（Qb=26.66，p<0.05；Qb=4.25，p<0.05；Qb=25.85，

p<0.05），H3得证。来自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家长式领导、德行领导，以及仁慈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

的关系强于非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表6结果表明，出版语种显著调节家长式领导、威权领导、德行领

导以及仁慈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Qb=4.66，p<0.05；Qb=17.08，p<0.05；Qb=28.27，p<0.05；

Qb=83.49，p<0.05），H4得证。英文出版的研究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强于中文出版的研

究，而在具体维度上这种关系弱于中文出版的研究。

表 6  出版语种对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Table 6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ublishing languag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变量 出版语种 k r 95%CI I2 Qw Qb p

PL
中文 14 0.18 0.15～0.21 81.29 64.13

4.66 0.03
英文 9 0.23 0.20～0.27 95.20 166.66

AL
中文 17 -0.21 -0.23～-0.18 95.82 382.36

17.08 0.00
英文 16 -0.12 -0.15～-0.09 88.68 132.55

ML
中文 13 0.38 0.35～0.42 94.41 214.76

28.27 0.00
英文 9 0.25 0.21～0.28 86.39 58.80

BL
中文 18 0.44 0.42～0.47 94.70 320.94

83.49 0.00
英文 14 0.26 0.24～0.29 84.74 91.73

3.5  多变量中介效应检验

构建各个变量之间效应量的相关矩阵，计算出调和平均数（9357），并以此矩阵进行结构方程

模型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当控制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时，家长式领导正向影响心理授权（β =0.12，

p<0.05），心理授权正向影响部属创新行为（β =0.27，p<0.05），由此支持H5。同时，当控制心理授权

时，家长式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关系（β =0.22，p<0.05），领导成员交换关系正向影响部属创新

行为（β =0.37，p<0.05），由此支持H6。并且，家长式领导还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心理授权的间接

效应对部属创新行为产生影响（β =0.02，p<0.05），即支持H7。

表 7  元分析效应值相关矩阵

Table 7  Meta-analysis effect value correlation matrix 

变量 1 2 3
1. 家长式领导
2. 心理授权 0.21（19，6276）
3.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0.22（23，7911） 0.42（23，7042）
4. 创新行为 0.19（23，7064） 0.43（101，33790） 0.49（68，23626）

注：括号内数字为变量相关研究数量和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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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关系模型

Figure 6  The relationship model 

4  讨论

4.1  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

综上可知，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密切（r=0.19），说明家长式领导分数越高，越有利

于下属的创新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40-42］。究其原因包括：一是领导是领导者与下属在特

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领导的职能之一是创新，领导方式对下属的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43］，

家长式领导也不例外。二是家长式领导能够增强下属的集体归属感，提升他们的创新自我效能感，从而

促进下属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44］。三是家长式领导在施恩、树德两个方面可能会增强下属的心理授权

感，更加认可自己的工作价值意义，相信并希望能够塑造自己的工作角色，增加创新动机和工作自主

权，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45］。此外，领导者的“施恩、树德、立威”等行为，下属也会表现出“感

恩图报、认同效法、敬畏服从”等认知性心理反应。家长式领导中的仁慈关爱、温暖呵护能够易于使下

属产生更多积极情绪。按照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的瞬间思维—行动范围，

让下属的思维模式变得不同寻常、灵活、包容、富有创造性，产生更多创新行为。

4.2  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

一是创新行为的测量工具。元分析结果表明，创新行为的测量工具会影响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

为之间的关系（Qb=53.68，p<0.05）。具体而言，使用Scott、Zhou量表测得的部属创新行为与家长式领

导的关系较弱（r=0.11，r=0.12），而采用Tierney、Oldham等其他量表测得的部属创新行为与家长式领

导关系较强（r=0.29）。首先，斯科特（Scott）和周（Zhou）等人都持创新过程论的观点，认为创新行

为不只是创新想法本身，还包括创新想法的产生、推介与实施［29］，是一个多阶段过程［25］。Zhou量表

是在Scott量表的基础上开发而成的，内容具有相似性，且涉及面广。这可能使得它们对家长式领导与部

属创新行为具有偏低的相似影响。另外，蒂尔尼（Tierney）、奥尔德姆（Oldham）等人开发的其他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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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单维的，通过熟悉员工的上级主观提供下属的创新绩效信息，来评价下属的创新行为。可能由于内

容比较聚焦，以既有的创新绩效信息很容易强化事物的连接和影响作用，使得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

为之间的关系趋强。

二是被试文化背景。元分析结果显示，被试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的关

系（Qb=26.66，p<0.05）。具体来说，作为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所反映的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

相关较高（r=0.22），而土耳其、韩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等其他非中国文化背景的研究

对象所测得的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较低（r=0.09）。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传统文化

国家，由于高权力距离，领导对于下属的影响相较于西方国家可能更为明显［46］。中国情境中的员工更

多地遵循等级角色观念，并且员工的中国传统性特质对家长式领导的作用适宜，注重人情或良好关系的

维护，对创新氛围的营造和创新行为的促发具有积极作用。而非中国背景下（本研究中多为西方文化）

的组织中个人主义思想更为多见，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促发相对较弱。

三是出版语种。元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出版语言会影响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

（Qb=4.66，p<0.05）。具体而言，中文出版的研究在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影响略低于英文出

版刊物（0.18<0.23），但是在威权领导、德行领导以及仁慈领导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上，中文明显高于英

文。由于家长式领导方式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出现比较少，在翻译“家长式领导”一词，往往指的是较为

压迫的情境，这可能被视为一种攻击性或让人怀疑的方式。在西方所谓民主、文明、工业化的国家，家

长式领导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不被看好的领导方式，虽然实际上在更多情况下被描述为较明

显的家长作风［47］。此外，“家长式”一词容易唤起父亲的概念［48］，英文研究中不建议使用含有性别

意思的术语，这种由此引发的负面反应，可能很难得到有关国家领导力学者的关注和认同［6］。

4.3  家长式领导与创新行为的中介作用

通过中英文献收集，计算家长式领导、心理授权、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创新行为变量之间的元分

析平均相关，在构建相关矩阵的基础上探讨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作用的心理过程机制，发现家长

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作用同时存在三种心理过程机制，即家长式领导分别通过心理授权、领导成员

交换关系，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心理授权对部属创新行为具有间接效应。前两个简单中介作用与黄

玉凤、扎伊尔 （Zazir）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49，50］。而关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心理授权的序列中

介作用的理论假设被本研究证实。下属所感受到的组织授权，可以来自和领导者良好的社会交换［51］，

而这种心理授权又会进一步激发下属对组织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作为一种独特的领导风格，家长式

领导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广泛存在于华人社会各种组织中，对下属的态度与行为表现出独特的解释 

力［7］。本研究从内在心理机制的角度剖析了家长式领导的作用过程，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家长式领导

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基本结论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技术对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中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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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正相关。这对于促进和提高部属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义。在部属创新行为的促发上，可

以从家长式领导入手。同时，这种关系受到创新行为测量工具类型、被试文化背景及出版语种的调节。

这意味着在探讨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的关系时，应关注创新行为测量工具的标准化和结构的一致

性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发更为系统化的工具。被试所属文化背景、出版语种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此外，家长式领导通过心理授权、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心理授权三种间接作用

影响部属创新行为。

5.2  研究局限及展望

由于大多数研究没有报告被试的工作性质，也没有相应的数据结果，故本研究没有分析工作性质的

调节作用。未来可以继续关注不同工作性质对家长式领导与部属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此外，部分

调节效应检验的样本量不多，如Zhou等人编制的工具测量创新行为的样本只有13项，因此，测量创新行

为的不同工具在比较时可能会存在误差。由于针对创新行为的测量工具较多，在编码过程中仅选取了使

用频率较高的测量工具，未来可以继续关注大样本范式下家长式领导对部属创新行为的影响，纳入更多

不同测量工具的研究样本，进一步论证测量工具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以增强研究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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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on Subordinates’ 
Innovative Behavior: From A Meta-analysis Examination

Song Yan1  Yuan Shuji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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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rough literature retrieval, 53 cases and 112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together with 15,355 participants which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meta-analysis were sele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moral leadership and benevolent leadership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while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Besides, innovation behavior measurement scales, the country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publications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meta-analytical structural equation 
showed that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could influence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rough the sim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LMX, and through the chain-mediating role of LMX 
and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Key words: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nnovation behavior; Meta analysis; Moderate effect; Structured 
equation model


